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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20 年《企业代表会法》在德国首次确立了经济民主 。然而纳粹上台后 ,以

1934年新劳动法取而代之 ,导致经济民主消亡。纳粹党的企业代表会政策对于经济民主的消

亡和纳粹主义的兴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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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代表会是 20世纪德国历史的新产物 。1920年通过的《企业代表会法》在二战后也被誉为德国

劳资关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学者普遍认为 ,企业代表会构筑了企业内部的劳资平等局面 ,从而推动

“经济民主”的形成。然而 ,随着 1933年纳粹上台后 ,这种体制便日薄西山 ,并最终被 1934年新劳动法

确立的“企业元首———追随者”模式所取代。这里的问题是:既然纳粹党所追求的“民族共同体”也想结

束阶级对立局面 ,为什么它会放弃具有同样目标的企业代表会体制? 这种结果究竟是策略上的考虑 ,还

是体制的惯性使然 ,抑或也带有某种时代烙印 ?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它 ?

一 、企业代表会体制与经济民主(1920—1933)

1920年《企业代表会法》既是 19世纪以来社会改良主义思想及其实践的延续 ,也是 1918年革命中

各种权力相互交融与博弈的结果。

以“共决”为目标的“工人委员会”实践可以回溯到德国工业化之初。劳资矛盾与对立促使一些具有

社会改良思想的学者开始讨论劳资合作的可能性 。少数企业主在这些学者的影响下 ,率先进行“工厂联

合会”的实践。1848年革命提出了职业法草案 ,第一次从法律角度界定“工厂委员会”的权限 ,但最终没

有付诸实践。“工人委员会”真正的大规模实践则是在 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威廉二世继位后 ,帝国政

府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 ,不断从法律角度推进“工人委员会”的实践 ,并最终在战争经济的影响下 ,通过

1916年《为祖国志愿服务法》 ,确认了“工人委员会与职员委员会”的共决权利。1918 年 11月 15日 ,劳

资利益团体缔结《斯廷内斯———列金协议》 ,认同在有 20个雇员以上的企业中推广“工人委员会”形式 ,

以“劳动共同体”模式加强劳资双方在战后德国社会中的合作。

1918年革命爆发后 ,政治性代表会运动推动“企业代表会”成为政治与经济的控制组织 。它力图通

过新的组织形式来取代“劳动共同体” 。不过革命的发展进程却让这种想法落空 。第一次全国代表会大

会后颁布的《工资合同令》事实上恢复了劳资合作的共决模式 。《魏玛宪法》第 165条 ———亦即“代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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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的出现虽然是 1919年初风起云涌的代表会运动施压所致 ,但从其内容而言 ,显然是为了维护

劳资合作 、反对阶级对立 、实现社会和谐 。1920年初的《企业代表会法》也是这一逻辑发展的产物。总

的来说 , 《企业代表会法》的妥协性非常明显。它一方面力图保障工人权益 ,但又不想招致企业主反对 ,

因而继续维护“劳动共同体”式的劳资和平局面;另一方面它也想协调工会与企业代表会之间的关系 ,尽

量减少工会的反感 ,所以始终强调集体合同与集体劳动条件谈判并没有因为这份法案而发生变化 。

企业代表会体制的实践很快成为经济领域中的一种角逐。问题的关键在于控制与反控制 。对于工

会(尤其是自由工会)而言 ,如何将企业代表会“工会化” ,始终成为突出工会权力地位的重大课题。革命

性企业代表会运动则追求反控制 ,并进而希望企业代表会可以团结起来取代工会。共产党以及 1928年

后的纳粹党都看到了企业代表会的利用价值 ,力图将之作为政党工具。企业主与职工更是在如何控制

企业代表会 、使之实现保卫自身利益方面 ,相互角逐。这种角逐形成了颇具德国与时代特色的“经济民

主”现象。一方面 , “企业主人”式的父权主义模式遭到了颠覆 ,工人的共决意识增强 ,“经济民主”也成为

工人运动宣扬的斗争目标 。1928年 ,弗里茨·纳夫塔利率先提出 , “工业中的自治团体……也应该被视

作经济民主的表现” 。这一点在此后举行的自由工会汉堡大会上得到了认同。另一方面 ,新的体制并不

稳固 ,工人的参与率也不稳定 ,企业主的反弹不断增强。亚当 ·施廷普菲希在 192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

中揭示了巴伐利亚地区雇员对于《企业代表会法》的消极立场。他在文章中指出 ,企业代表会选举在一

些中小企业中 ,在妇女劳工中 ,在农业领域中 ,都没有得到积极回应。巴伐利亚的选举率很少突破过

50%,另一些小企业则从未进行过企业代表会选举 。在其它地区 ,企业代表会的选举率一般也徘徊在

50%(职员)与 80%(五金工人)之间。不仅如此 ,企业代表会体制在发展中出现的能力局限与官僚化迹

象与日俱增。杜塞尔多夫的监督机关曾经这样报告说:“人们或许还没有认识到 ,工人阶级内部的和谐

统一已经被党派政治破坏掉了 ,因而在企业代表的问题上也出现了滥用的迹象 。”正因如此 ,工人与企业

代表会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企业主则千方百计地谋划收回让度的权力 。1921年 11月 29日 ,多

特蒙德的商会在报上坦言:“最近的经验证明了 ,企业代表会并没有能力保障危机之前的企业……我们

更不能知道的是 ,企业代表会是否对于促进劳资和谐有价值……我们因此号召 ,至今为止给予企业代表

会的特别照顾必须收回。 ……从现在开始 ,每一个企业代表会代表都要有这个意识 ,不能再听凭自己的

处理 。”在实际运作中 ,以五金企业为例 ,1930年 ,在 12 478家企业中 ,只有 747家企业允许企业代表会

派遣代表参加监事会 ,其中 562家企业允许 2名代表;185家企业允许 1名代表。

到 1933年为止 ,企业代表会体制在德国已运行了 13年。以企业内部共决权为表征的“经济民主”

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得到了回应 。只不过这种回应具有两面性 ,随着纳粹上台 ,其消极一面被逐渐放大 ,

前途堪忧 。

二 、1933年前的纳粹党与企业代表会

尽管在早期“25点纲领”中具有不少针对工人问题的诉求 ,但它并没有系统的 、连续的 、统一的劳工

政策 。从诞生之日开始 ,党内的工人比例就没有超过 40%;1925年后 ,希特勒的民族主义思想就超越了

左派斯特拉瑟兄弟的社会主义思想 ,成为纳粹党的思想主流;劳工政策充其量只是纳粹夺权的一种策

略 , “希特勒寻求劳工的支持 ,并不是来自意识形态的思考 ,而是来自政治—策略性的算计……这对于希

特勒而言 ,是一种在斗争中达到目的的手段” 。

1919 —1920年间 ,在《企业代表会法》的起草与争论中 ,我们根本看不到纳粹党的身影 。1920年开

始的企业代表会选举竞争中 ,纳粹党也没有积极投入。

这种犹豫同纳粹党的工会观有密切关联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极力抨击社会主义工会运动造成

的恶劣影响 ,因为这种运动是“不民族的” ;但是 ,纳粹党却没有想到替代工会的组织形式 ,所以安东 ·德

莱克斯勒也强调 ,纳粹党“不是反对工会 ,而是反对工会被政党领导” 。他们希望工会运动可以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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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民族运动基础上” 。

1927年后 ,纳粹党开始介入工会运动中。1927年 ,约翰内斯 ·恩格尔在柏林制动器厂首先成立纳

粹企业支部(Nat ionalsozialistische Betriebszel len-Organisat ion ,以下简称“NSBO”),并成为第一个代表

纳粹的企业代表会成员。1929年 ,赖因霍尔德 ·穆霍在戈培尔的赞同下 ,提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纳粹

企业组织 ,在遭到党内高层反对后 ,他于 7月 30日先成立了柏林企业支部;1931年 ,格雷戈尔·斯特拉

瑟在慕尼黑成立“全国企业政治组织部门” ,NSBO正式成为纳粹的下属组织 。

NSBO成立后 ,发展迅速 。1928年底 ,柏林的 NSBO 总数达到 50个;1931年初有 4 000名成员 ,年

底增加到 3.9万人 ,1932年中达到 10万人 ,1933年 1月大约有 26万成员。同自由工会的人数相比 ,

NSBO显然规模太小。但若考虑到它的成立时间 ,这种发展速度却是十分惊人的。自由工会也注意到

来自企业主与共产党组织之外的新对手 。1931年 11月 26日 ,波鸿的《矿场工业报》编辑致信自由工会

高层报告说 ,在 NSBO举办的一次矿工会议上 ,居然有 500余人参加 ,秩序井然 ,还讨论了企业代表会

的问题。这种情况让编辑大吃一惊 ,所以他希望高层尽快拿出措施 ,防范 NSBO 的的攻击 。

NSBO也开始学习工会的企业代表会政策 ,发行报纸 。1931年 3月开始 ,穆霍创办了《劳工阶层》 ,

当年发行了1.3万份 ,到 1932 —1933年间发行量达到 8—9万份 ,1933年 4月 15日达到17.6万份 。在

工会被取缔后 ,它的发行量趋于稳定 ,在 1934—1936年间为 140—200万份 。在发刊词上 ,穆霍指出“我

们纳粹党人从来没有将自己视作《企业代表会法》的敌人 。我们同意它作为劳工团体的一个手段 ,以此

反对企业主的意愿统治。至于另外一个问题 ,亦即企业代表会在未来的纳粹国家中将以怎样的面目出

现 ,现在还不是讨论的时候” 。

事实上 ,穆霍的这段话也反映出纳粹党在 NSBO 政策上的犹豫。NSBO 的迅速发展远远超过党内

高层的预期。一方面 ,高层希望保持这种发展速度 ,增强纳粹党在工人中的影响力 ,从而为夺权做好准

备。1931年 ,纳粹党发出了“进入工厂”的号召。戈培尔还在日记中记道:“我们必须现在向工厂进军” ,

“这样才能使工人阶级地位提高” ;《民族观察家报》也强调 ,纳粹党人一定要将企业代表会中的工作作为

一种机会 ,参与其中 ,它甚至还提醒企业代表会中的纳粹代表“不要总是围着党的政策 ,而是要以《企业

代表会法》为基础 ,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1931年“全国企业政治组织部门”的成立 ,并被视作纳粹党

内的第六大组织 ,这正是纳粹高层对于 NSBO 行动的肯定。

另一方面 ,高层却仍然对 NSBO 保持怀疑 ,对其反对企业主的立场深感不安 。1929 年 ,穆霍强调 ,

NSBO不仅要展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公开革命斗争” ,还应继续反对企业主与黄色工会 ,要在“25 点纲

领”的社会主义条款指导下进行宣传活动。他在《劳工阶层》第一期中又指出 ,纳粹主义不仅要“同民族

背叛者———马克思主义做斗争 ,还要为消灭至今为止还占据统治地位的 、不道德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

制而努力” ,最终实现“德意志的社会主义” 。不仅如此 , NSBO 还积极投入到反对政府的罢工运动中。

1932年 ,它们甚至同自由工会联手抵制巴本政府的紧急措施。对此 ,纳粹高层极为恼火 。1932年 10月

11日 ,戈培尔在关于纳粹宣传方针的讲话中 ,强调“在这样的时期 ,我们的宣传一样要注意 ,不能给对手

以口舌 ,说我们进入了`阶级斗争的趋势' 中。我们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思想的坚决反对者 ,因为我们

希望德意志民族可以有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的民族共同体 。出于同样的原因 ,我们还要在另一方面拒绝

优越感 ,这是在阶级斗争中才被煽动的……我们通过巴本政府的努力 ,来为希特勒取得权力 ,彻底转变

非福利性的方式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观” 。

这样一来 , NSBO便发现自己越来越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中。如果它继续反对企业主 ,就会遭到企

业主方面的激烈反抗 ,后者并不愿意被视作“不道德与掠夺者” ;更为重要的是 ,它将失去纳粹党的支持 ,

希特勒就曾拒绝给予 NSBO参加 1931年企业代表会选举资助。但同时它又不甘心被视作“罢工背叛

者” 。对此 ,它只能提出 , NSBO只参加经济问题的罢工 ,而拒绝那些政治性罢工 。然而在实践中 ,这种

区别却很难实现 。

更为尴尬的是 ,尽管发展迅速 ,尽管取得了纳粹党的认同 ,NSBO在企业代表会选举中依然没有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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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多数地位 ,也没有因此扩大纳粹的社会基础。1930—1931年间的企业代表会选举中 ,NSBO只获得了

0.5%的席位;五金工业中 ,NSBO的得票率也只有 1.74%;只有在鲁尔矿区达到了 20%;此外在一些具体

的企业中比例略高 ,如在克虏伯的弗里德里希·埃尔弗莱德工厂中获得了 15%,西门子电缆厂为 11%等。

正当纳粹党高层对 NSBO以及企业代表会政策感到棘手之时 ,希特勒上台提供了一个转机 。

三 、从 1933年企业代表会选举到 1934年新劳动法的出台:劳资关系的一体化进程

希特勒上台后 ,整个政治形势都表现出有利于纳粹党的发展。3月 5日的国会选举满足了纳粹党

成为第一大党的期望 ,3月 23日通过的授权法也赋予希特勒处理紧急事务的特别权力 。然而 ,3 —4月

的企业代表会选举却给了纳粹党沉重打击。

在9 000多个企业代表会选举中 ,自由工会获得了 73.4%的席位 ,基督教工会为 7.6%,希尔斯·敦克

尔工会为 0.6%,革命性工会反对派(共产党领导)为 4.9%, NSBO只有 11.7%。在这种情况下 ,3月 24

日 ,劳动部长向内阁会议建议 ,授权地方政府 ,以保卫公共安全与秩序为名 ,将还没有举行的企业代表会选

举推迟到 9月30日进行;已经选举出来的企业代表可以继续留任 ,但必须使那些“敌视国家者 、特别是共

产党员”离开企业代表会 。这一建议被内阁接受 ,并形成了 4月 4日《关于企业代表组织与经济联合会

令》 。至此 ,纳粹体制下劳资关系的一体化正式拉开帷幕。从历史来看 ,这种一体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 ,解决现存工会组织问题;第二 ,成立纳粹的统一性工会组织;第三 ,界定纳粹体制下的劳资关系。

纳粹夺权后 ,解散现存工会组织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工会联盟(ADGB)曾经想同 NSBO 达成合作 ,

并向劳动部表明 ,ADGB只是一种经济组织 ,而不是政治组织 。4月 4 日令颁布后 ,各大工会组织也相

继提出抗议 ,希望能保证企业代表会的正常运行。然而一切努力都没有成功。在劳动节的第二天 ,纳粹

就下令解散 ADGB ,并让 NSBO 占领工会大楼 ,接管工会资产。当天 ,罗伯特 ·莱伊还公开发表演讲 ,

强调指出“我们现在正处在纳粹革命的第二阶段 。 ……没有德意志工人就没有德意志民族! 我们首先

就必须要防止 ,你被你的敌人 ———马克思主义和它的仆从们 ———再次捕获” 。

那么 ,由谁来接替工会组织呢?早在 3月14日 ,NSBO全国领袖舒曼就致信党的领袖与劳动部提出 ,

NSBO可以接替工会的职能 ,控制所有工人组织与救济机构。然而正如上文所言 ,党内高层对 NSBO并没

有十足好感 ,尤其在维持同企业主的良好关系问题上 ,希特勒更不满意 NSBO的战斗风格。因而 ,在工会

被摧毁后的第 8天 ,5月10日 ,纳粹党宣布成立“劳动阵线”(以下简称“DAF”),由其接收工会的所有财产

和职能 ,莱伊被任命为 DAF 领袖。为了照顾 NSBO高层的情绪 ,DAF 将许多关键职位都交给 NSBO领袖

们 ,如舒曼成为 DAF领袖之一 、穆霍成为组织领袖等。DAF 力图将 NSBO融入到自己的体制中。6月 22

日 ,莱伊告诉 NSBO的领袖们 ,到8月 1日为止 ,所有现存的支部和由以前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央党人组成

的企业代表会都要消失;第二天 ,他又命令 ,所有由 NSBO 掌管的钢盔团组织都要在 7月 3日前归属于

DAF。他反复强调 ,NSBO没有社会政策与其它经济任务 ,而只有政治任务 ,亦即扮演好在企业中的“纳粹

宣传队”角色 ,而所有其它角色应该由 DAF 承担。NSBO并不愿意轻易就范 ,但在 9月 12日穆霍被暗杀之

后 ,它被迫做出重大让步 ,答应在组织上归属于 DAF。1933—1934年间 ,DAF 按照领袖原则进行了重建 ,

11月 27日 ,DAF领袖莱伊 、劳动部长泽尔特与经济部长施密特以及元首的经济事务顾问威廉·开普勒达

成一项协议 ,这是第一次对 DAF进行定义 ,其中指出 ,所有工人和职员都要一起加入 DAF ,“德国劳动阵线

将所有德意志劳动者不分经济与社会地位组合起来 。在这一组织中 ,所有包括企业主在内的工人都聚集

在一起 ,不再因为团体与联合会而彼此分离 ,并为保障特殊的经济与社会利益服务” ,“劳动阵线的最高目

标就是要教育所有德意志工人 ,培养起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

在组织问题解决后 ,一体化进程便要直接面对劳资关系问题 。从立法的角度来看 ,劳资关系问题的

一体化关系到 3个重要的法律文本 。

1933年 5月 19日 ,纳粹政府发布了《关于劳动信托人的法令》 。在这一法令中 ,纳粹政府透露了它

251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 60 卷　

在劳资关系上的基本思想:首先 ,它保证出台一个“新的劳动宪章” ,换言之 ,它并不赞同现存的《企业代

表会法》及其精神;其次 ,它创立了“劳动信托人” 这一新职务 ,这种“劳动信托人”具有国家公务员的身

分 ,执行原来企业代表会的职责。不过此时 ,劳动信托人只是设立在“大型经济领域”中 ,而且纳粹政府

并没有以此取代企业代表会。

1933年 9月 7日 ,价格监督员兼莱比锡市长卡尔·格德勒向中央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和立法草案 ,

希望经济部最终取缔《企业代表会法》 ,并用新劳动法取而代之。这是第一次出现直接针对《企业代表会

法》的意见书。他建议 ,让单个企业主有自由决定其职工之劳动条件的权力 ,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让纳粹思

想得到实现 ,并让全体职工都能维护企业的目的 、状态与可能性。具体的方式则是取缔1918年12月23日

的《工资合同令》 ;通过负责的企业领袖 ,在听取企业信任者意见之后 ,规范劳动条件;企业领袖有义务在经

济上领导企业 ,让其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 ,并在经济与社会领域中照顾与促进企业成员的要

求;企业成员则有义务保卫企业的要求 ,对企业领袖保持忠诚 ,在所有情况下维护企业设备。

1934年 1月 20日 ,纳粹政府综合上述法令和意见 ,颁布了《国民劳动秩序法》 ,亦即所谓“新劳动

法” 。其中规定“在企业中 ,企业主将作为企业的领袖 ,职员与工人作为追随者 ,共同促进企业目标的实

现 ,并为民族与国家服务” ,“企业领袖可以决定企业所有事务” 。

这一条令的出台宣告了企业代表会的正式消亡。“企业领袖-追随者”的模式取代了《企业代表会

法》追求的劳资平等的劳动共同体模式 。纳粹政府也通过设立“劳动信托人” ,成功地介入企业内部的劳

资关系协调中 ,以达到形成“民族共同体”的目标。

四 、结　语

从本文的个案研究中 ,我们可以重新考量希特勒 、德国民众以及时代困境在纳粹主义兴起中的角

色。希特勒当然是纳粹党的核心 ,但这并不意味着希特勒的所有想法都能一成不变地贯彻到纳粹运动

中。NSBO的出现及其在企业代表会体制中的沉浮 ,恰恰表明纳粹党内部并非团结一致。即便在夺权

之后 ,NSBO 与 DAF 之间的矛盾也仍然持续数月 。这种现象告诉我们 ,将纳粹主义等同于希特勒主义

的观点 ,仍需要再行斟酌 。德国民众支持了纳粹上台 ,对一体化措施也没有进行积极抵抗 ,但这并不意

味着他们需要承担全部的罪责 。人的趋利性往往会掩盖理性认知。在纳粹党的宣传鼓动下 ,企业代表

会体制的运行及其缺陷在工人眼中被不断放大 ,以集体合同为基础的劳资和谐与经济民主逐渐失去合

法性认同 。不过即便如此 ,1933年企业代表会选举结果仍然表明 ,大多数工人并没有真正接受纳粹主

义。至于企业主 ,大多只是希望通过改弦易辙 ,恢复自由经济模式。所以 ,真正需要检讨的是 ,这种“趋

利避害”式的功利主义行为为什么以及如何为纳粹上台制造了机会? 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 ,无疑牵涉

到对于时代困境的诠释。

魏玛时代的德国面临一系列时代难题:如何履行赔款使命? 如何应对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 ?如何

推动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和平转型? 如何恢复德国的昔日地位? “经济民主”的出现 ,正是共和国尝试应

对这些时代难题的结果之一。只不过 , “经济民主”的思想意义大于实践意义 ,其原因在于 ,劳资矛盾无

法通过缺乏强力的制度规范得到消解。魏玛共和国营造的民主模式在经济困境中撕裂了权利与义务的

有机联系 ,劳资双方的功利主义行为彼此对立 ,互不让步 ,从而让和谐目标无从谈起 。

纳粹党则吸取了这一教训 ,通过模糊的民族内部和解来代替具体的利益冲突 ,并借助国家强力贯彻

实施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 ,1933年企业代表会选举结果表明 ,纳粹党并没有能力也绝无可能继续维持

企业代表会体制 。在这意义上 ,“企业元首-追随者”模式的最终确立既是纳粹极权思想的逻辑延续 ,也

是其统治策略的反映 。然而 ,纳粹主义在实质上仍然没有真正解决时代问题 ,它只是将社会拖入到战争

进程中 ,让“民族矛盾”掩盖“利益对立” 。因此 ,纳粹虽然力图探索和谐之路 ,却最终还是无法找到现代

社会问题的诊治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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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兴起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个人 、群体以及时代的责任必须得到仔

细厘清。惟有如此 ,经济民主消亡的悲剧才不会重现 ,和谐社会才有可能在废墟中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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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aw of Work Council 1920 founded the “economic democracy” in Germany for the

first t ime.However , i t w as replaced by the new labor law in 1934 af ter the Nazi-Machterg reifung , so

that the economic democracy disappeared then.Discussing about the po licy of wo rk council in

NSDAP , the autho rs w ant no t only to explore the reasons fo r such the development , also to ponder

over the follow ing question:why die nazism appear in Germany .

Key words:economic democracy;NSDAP ;the sy stem of w orks council

253




